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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城镇化地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的粒度效应

———以扬州市广陵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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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粒度效应研究ꎬ对数字制图、土地利用调查、生态景观格局建设均具有重要的意

义ꎬ可进一步揭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作用机理ꎬ为科学土地利用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本文以扬州市广陵

区为例ꎬ以土地利用调查数据为基础ꎬ以景观格局指数和 ＧＩＳ 空间分析为手段ꎬ对 １０ 种空间尺度下的斑块类型

水平和景观水平粒度效应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①斑块类型水平:随粒度增加ꎬ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呈现 ２ 种

粒度效应:单调下降、无规则变化ꎬ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耕地 ３ 种地类的斑块数量、斑块密度受

粒度变化影响较大ꎬ随时间变化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景观格局指数差异不大ꎻ②景观水平: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

数变化的粒度效应随粒度增大而出现 ２ 种态势:单调下降、波动状下降ꎬ聚集指数对粒度变化较敏感ꎬ随时间变

化表现出相似规律. 研究区景观格局的破碎度总体减小ꎬ斑块形状愈趋规则ꎬ景观各组分分配趋于均匀ꎬ景观的

斑块多度和异质性也微弱增强ꎬ整体的景观格局稳定性得到改善. 研究还发现ꎬ６０ ｍ 的空间尺度是研究区范围

内最适宜分析粒度. 该研究为平原地区的快速城镇化区域精细合理土地利用提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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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ꎬ其生态价值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１] . 景观格局是土地利用生态效应

的综合反映ꎬ有典型的空间异质性[２]和尺度依赖性[３－４]ꎬ以景观格局指数表征土地利用生态效应是目前研

究的热点[５] . 因此ꎬ研究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的空间尺度变异性ꎬ对合理高效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ꎬ提
高制图精度ꎬ改进土地利用方式ꎬ促进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尺度是指观测或研究的物体或过程的时空范围与分辨单位[６]ꎬ研究不同景观或同一景观在不同时间

的格局时ꎬ需分析所选用景观指数的影响因子以及数据的特征ꎬ以选择适宜的景观指数和相应的粒度ꎬ最
终确定合适的分析尺度[７] . 尺度的主要表征指标之一是粒度ꎬ粒度是景观中最小可辨识单元所代表的特

征长度、面积或体积[４] . 粒度效应会因研究区土地利用格局以及社会经济属性(空间异质性)、数据源、图
件比例尺、粒度的间隔或粗细、景观格局指数类型等因素而有所差异[８] . 大多学者根据研究区的不同粒度

划分采用等间距或等倍数空间粒度转化的方法ꎬ粒度范围从 １０~３ ０００ ｍ 不等ꎬ粒度步长也从 １０ ｍ、２０ ｍ、
１００ ｍ 等不一[９－１１]ꎬ采用的数据源主要为遥感解译数据或土地利用现状图矢量图、１ ∶１０ ０００ 制图比例尺下

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等[１２－１３]ꎬ研究区域多集中于城市[１４－１６]、典型区域[１７]、生态脆弱区[１２]、流域或交

通沿线等[１３ꎬ１８－２１]ꎬ研究时段多为某一时点ꎬ适宜尺度多选定景观格局指数尺度效应曲线的尺度转折点ꎬ其
主观性较强[９ꎬ１２－１３]ꎬ而尺度域判断结合面积信息守恒评价方法可有效克服适宜尺度选取的主观

性[１０ꎬ２２] . 土地利用调查数据以县为单位ꎬ相较以往遥感解译数据具有属性全、精度高、尺度精细的优点. 旅

游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重要推力ꎬ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ꎬ但快速旅游城镇化也伴随着土地资源的浪费、
生态环境的破坏ꎬ人地矛盾的激化亟待对这种特定类型土地精细化管理[２３]ꎬ以期通过粒度分析的方法对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研究方法进行相关补充.
扬州市地处江苏省中部ꎬ是南京都市圈和上海经济圈的节点城市ꎬ又是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ꎬ该区域

旅游资源丰富ꎬ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城市ꎬ属于典型的快速城镇化地区ꎬ景观结构较为完善ꎬ以其为研

究区探讨景观生态效应ꎬ可为快速城镇化地区土地整理和资源综合利用与治理提供数据支持. 考虑到数

据的可获取性ꎬ在斑块类型水平和景观水平下选取研究区共 ７ 个景观格局指数ꎬ结合粒度效应分析和改进

的区域土地面积变化评价指数模型ꎬ探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不同粒度变化下的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最适宜

分析粒度ꎬ旨在揭示不同粒度对景观格局指数的影响ꎬ为在不同尺度下景观格局的优化提供理论参考及科

学编制土地利用规划提供依据.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广陵区是扬州市下辖主城区ꎬ地处江苏省中部ꎬ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ꎬ东经 １１９°２６′~ １１９°４１′、北
纬 ３２°１２′~３２°３０′ꎬ亚热带温润气候ꎬ年平均气温 １４.８ ℃ꎬ全年平均无霜期 ２２０ ｄꎬ平均日照 ２ １４０ ｈꎬ年降水

量 １ ０３０ ｍｍ. 该区地势西高东低ꎬ土地总面积 ３４１.９６ ｋｍ２ . 位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内ꎬ广陵区域内的扬州

古城占地 ５.０９ ｋｍ２ꎬ是国内历史风貌保存比较完好的古城之一ꎬ是扬州古代文明的核心区域. 研究区有以

下 ３ 个典型特点ꎬ可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１)典型的平原地区ꎬ平均海拔较低ꎬ沿江沿湖一带均为平原ꎻ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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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典型的快速城镇化地区:中国市辖区综合实力百强区、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区、全国综合实力百

强区ꎬ截至 ２０１５ 年城镇化率约为 ７９.６％ꎬ属于城市化发展后期阶段ꎻ(３)景观结构丰富ꎬ以耕地、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及水域与水利设施用地为主ꎬ占比超过 ８０％ꎬ各年间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略有差异ꎬ总体表现

为ꎬ农用地及农田水利用地持续减少ꎬ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增长较快(表 １) .
表 １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广陵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ｌ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５

地类
２０１０ 年

面积 / ｋｍ２ 比例 / ％

２０１５ 年

面积 / ｋｍ２ 比例 / ％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

面积变化率 / ％

耕地 １０８.４５ ３２.３９ １０６.２３ ３１.７２ －２.０５
园地 １６.８６ ５.０４ １６.３９ ４.９０ －２.７８
林地 ３.５９ １.０７ ３.５７ １.０７ －０.４５
草地 ０.４８ ０.１４ ０.３９ ０.１２ －１７.９０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９９.５４ ２９.７３ １０３.８９ ３１.０２ ４.３６
交通运输用地 １３.０２ ３.８９ １４.２５ ４.２６ ９.４８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９１.４２ ２７.３０ ８８.５７ ２６.４５ －３.１２
其他土地 １.５１ ０.４５ １.５７ ０.４７ ４.２３

１.２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数据来源于扬州市广陵区国土资源分局ꎬ包括土地利用现状图ꎬ比例尺为 １ ∶１０ ０００ꎬ分 １２ 个一级类ꎬ
５７ 个二级类ꎬ为研究便利ꎬ研究参照前人做法[２４－２５]ꎬ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 对地类进行了合并处理ꎬ包括 ８ 种地

类ꎬ分别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和其他土地

(主要是设施农用地、沼泽地、未利用地) .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景观格局指数选取与计算

景观格局指数的计算包含:斑块水平、斑块类型水平和景观水平 ３ 种类型ꎬ其中ꎬ前两种类型指数是针对

单个斑块或不同类型斑块进行分析ꎬ而景观水平指数则是对研究范围整体特征的描述[２１ꎬ２６－２７] . 景观格局指数

具有尺度效应[１０]ꎬ且指数之间的生态学意义基本相同ꎬ任意两个指数显现出较强的相关关系ꎬ信息重复量较

大[２８]ꎬ因此本文结合前人研究和地区特点ꎬ在斑块类型水平和景观水平上对景观格局指数进行选取[２９－３０]ꎬ斑
块类型水平上景观格局指数包括:斑块数量(ＮＰ)、斑块密度(ＰＤ)、景观形状指数(ＬＳＩ)、斑块类型百分比

(ＰＬＡＮＤ)ꎻ景观水平上景观格局指数包括:香农多样性指数(ＳＨＤＩ)、香农均匀性指数(ＳＨＥＩ)、聚合指数

(ＡＩ) . 景观格局指数的计算采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４.２ꎬ数理统计借助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ＳＰＳＳ１９.０ 计算不同粒度下的景观格局

指数及其效应ꎬ各景观格局指数的表达式及生态学意义参见 Ｆｒａｇｓｔａｓｔｓ４.２ 使用手册.
１.３.２　 空间粒度效应分析

选择适宜的粒度是粒度效应研究的重要基础ꎬ已有成果根据区域景观本底(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

素)不同ꎬ粒度选择范围从 １~３ ０００ ｍ 不等ꎬ步长变化或大或小ꎬ而大步长会掩盖小步长的变化规律ꎬ小步

长则可重演大步长的尺度变化规律[３１]ꎬ因此将尺度的栅格单元大小以 ２０ ｍ 为间隔ꎬ依次为 ２０ ｍ、４０ ｍ、
６０ ｍ、８０ ｍ、􀆺、１６０ ｍ、１８０ ｍ、２００ ｍꎬ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 分别对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５ 年广陵区土地利用现状图以

中心属性值进行重采样ꎬ输出 １０ 种尺度不同的栅格图像. 景观格局指数粒度效应借助粒度效应曲线分

析[９] . 变异系数反映总体样本中各样本数据之间的离散程度和平均变异程度ꎬ用以反映景观格局指数对

尺度变化的敏感性ꎬ变异系数越大ꎬ表明景观格局指数对尺度变化敏感性越强ꎻ反之则越弱[３２－３５] .
１.３.３　 尺度信息损失分析

面积信息损失守恒评价是定量判断粒度变化后精度的有效方法[２０]ꎬ区域土地面积变化指数 Ｓｉ 越大ꎬ
粒度变化所带来的损失越大ꎬ反之亦然(式(１)) .

Ｌｉ ＝(Ａｉ－Ａｂｉ) / Ａｂｉ×１００％ꎬ (１)

Ｓｉ ＝
∑

ｎ

ｉ ＝ １
Ｌ２
ｉ

ｎ
ꎬ (２)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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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ꎬＡｉ 表示 ｉ 类景观栅格面积ꎻＡｂｉ表示该类型在粒度变换前的矢量面积ꎬＬｉ 表示面积损失的相对值ꎻｎ 表

示景观类型数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广陵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的空间粒度效应

２.１.１　 斑块类型水平上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的粒度效应

２０１５ 年广陵区斑块类型水平上的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在 ２０~２００ ｍ 空间粒度下具有粒度效应ꎬ不
同的土地利用类型的粒度变化特点不一(图 １) .

图 １　 土地利用类型不同时间的空间粒度效应

Ｆｉｇ 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１)斑块数量随粒度的增大而减小ꎬ具有显著的粒度效应. 该区域土地斑块数量特征主要表现为:
２０~１００ ｍ 范围内ꎬ斑块数量急剧减少ꎬ降低幅度最大的是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降幅在

２ ０００ 以上)ꎬ说明其斑块优势度高ꎬ且空间分布方式零散而破碎ꎬ与近年来京杭大运河整治力度加大和该

区域城镇化进程加快有关[３６]ꎻ１００ ｍ 以上粒度ꎬ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斑块数量减少趋势平缓.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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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斑块密度随粒度的增大显著减小. ２０ ~ ６０ ｍ 范围ꎬ各土地利用类型斑块密度具有不同的粒度效

应ꎬ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耕地、园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下降较为明显ꎻ６０ ~ １００ ｍ 范围ꎬ
仅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下降明显ꎬ而其他地类下降趋势变缓ꎻ>１００ ｍ 范围ꎬ各土地利用类

型随粒度的变化不大ꎬ可见 １００ ｍ 是粒度效应的拐点. 这表明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随粒度

增加ꎬ其破碎度显著下降ꎬ景观异质性减小ꎬ部分林地、草地、园地等斑块会不断被相邻的优势斑块所吞并ꎬ
这与研究区水稻等作物大面积种植ꎬ积极推广“菜篮子”、“城市阳台”工程等有密切关系.

(３)景观形状指数随粒度加大而总体下降且变化趋势较为复杂[２１] . 根据粒度效应曲线变化趋势(图 １)ꎬ
将景观形状指数的粒度效应分为 ３ 个区间:２０~１００ ｍ 范围内ꎬ景观形状指数下降剧烈ꎬ其中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耕地、园地降低幅度最显著(降幅在 ８０ ~ ４５ 之间)ꎬ而其他土地、林地、草地变化不

明显ꎻ>１００ ｍ 范围ꎬ各土地利用类型随粒度变化幅度有所减小ꎬ其中 １００~１６０ ｍ 范围ꎬ变化幅度较大的是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降幅在 １４~１０ 之间)ꎻ>１６０ ｍ 范围ꎬ各土地利用

类型的粒度效应逐渐消失. 随粒度增加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形状复杂程度逐渐下降ꎬ究其原因为水域及水

利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等边缘的小斑块随粒度加大渐趋消失ꎬ而耕地等优势景观类型却逐渐接纳其他

景观类型.
(４)斑块类型百分比是描述斑块面积随粒度变化的一个指标ꎬ研究区各土地利用景观斑块类型百分

比变化曲线较为平缓ꎬ但变化过程较为复杂ꎬ可预测性较差ꎬ无明显变化规律. 随粒度加大ꎬ研究区各土地

利用类型的斑块总面积变化不大ꎬ粒度大于 １４０ ｍ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斑块面积上升ꎬ而水域及水利设施用

地、交通运输用地等斑块面积下降(图 １) . 这是由于 １４０ ｍ 超过了研究区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交通运输

用地等土地利用类型斑块的最大宽度ꎬ其条带状的空间形态易被破坏ꎬ相邻的优势斑块开始袭夺其细小分

散的斑块.
斑块数量、斑块密度、景观形状指数变化趋势表现出明确而单一的条带状粒度效应ꎬ它们的粒度效应

曲线变化特征均表现为单调下降ꎬ相对波动幅度也较大ꎬ波动的韵律呈相似规律ꎬ同时表现为下降特征的

原因是这些指数之间存在数学关系[３７] . 总的来看ꎬ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受粒度变化影响

较大ꎬ２０~１００ ｍ 范围内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粒度效应有所差异ꎬ>１００ ｍ 范围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粒度效应变

化不大. ２０１５ 年林地、草地、交通运输用地对粒度变化的响应程度相较于 ２０１０ 年变化较大. 该现象的存在

一方面是由于随着研究粒度的增加ꎬ栅格单元能够改变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斑块的边界的复杂程度、降低土

地利用格局的复杂性[１０]ꎬ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园地等土地利用类型的细小斑块不断被吞

并ꎬ从而导致粒度效应特征的不同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林地、草地、交通运输用地斑块细小零碎ꎬ聚集程度

不高ꎬ导致其对粒度的变化尤为敏感.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粒度效应的转折点也并不一致ꎬ这与不同的土地

利用类型空间分布、斑块数、斑块优势度存在较大差异有关ꎬ同时景观格局指数也反映出不同的景观

特征[２２ꎬ３７] .
２.１.２　 景观水平上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的粒度效应

广陵区景观水平上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景观格局指数的 ２０ ~ ２００ ｍ 的粒度效应呈现出两种趋势:单调

下降、波动状下降(图 ２) .
香农多样性、香农均匀性随粒度增加ꎬ表现为波动状下降. 香农多样性侧重反映景观异质性ꎬ对斑块

非均衡分布反映敏感ꎬ而香农均匀性对优势斑块表现效果良好ꎬ两者指标结合是反映景观多样特征的有力

手段ꎬ但由于研究区优势斑块的优势度较为明显ꎬ香农多样性和香农均匀性基本呈现一致的趋势. 具体而

言ꎬ香农多样性在 ２０~１００ ｍ 范围无明显变化ꎬ粒度效应不显著ꎬ１００~１２０ ｍ 范围微弱上升后急剧下降ꎬ至
１４０ ｍ 范围后又呈现了上升后又下降的趋势ꎬ这说明区域内景观丰富度对粒度效应较为强烈ꎻ香农均匀性

至 １８０ ｍ 下降到最低值ꎬ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分别为 ０.６８４ ５、０.６８４ ０ꎬ２００ ｍ 时值最大ꎬ总体而言相对保持平

稳ꎬ研究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在 ２０~１００ ｍ 范围粒度效应微弱. 这与杨丽[３７]、崔闪闪[２３ꎬ２６]等学者针对

泾河流域、江苏省大丰市等沿河、沿海地区的研究略有差异ꎬ而与陈永林[９]、徐丽[１７] 等学者针对内陆地区

的研究结果接近ꎬ造成差异的原因可能为选择的粒度变化的方法有差异、粒度变化范围不同、土地利用分

类不一致ꎬ且不同区域的景观格局特征不同. 聚集指数随着粒度增加不断降低ꎬ无明显的尺度转折ꎬ表明

随着粒度增加景观中斑块之间的聚集性降低ꎬ斑块分布较为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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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景观水平指数的粒度效应

Ｆｉｇ􀆰 ２　 Ｇｒａ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ｉｃｅｓ

２.２　 广陵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的时间粒度效应

２.２.１　 斑块类型水平上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变化

２０１５ 年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ꎬ研究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有以下特点:(１)耕地的面积有所减少ꎬ斑块数

量、斑块密度增多ꎬ形状和类型百分比未发生明显变化ꎬ这源于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由注重耕地数量转变为

兼顾质量ꎻ(２)园地的各景观指数数值微弱下降ꎻ(３)林地的各景观指数斑块密度保持稳定ꎬ而形状变得规

则ꎬ聚集度保持不变ꎻ(４)草地基本不变ꎬ面积下降明显ꎬ聚集度降低ꎬ这是由于草地的数量较少ꎬ期间有转

换为建设用地及耕地等现象ꎻ(５)城镇村及工矿用地斑块总面积增加ꎬ斑块数量和景观形状指数却在下

降ꎬ这表明旧城改造等工程促使城镇在边缘合理扩张ꎬ原来细小分散区域转为集中连片ꎻ(６)交通运输用

地斑块总面积和斑块类型百分比有所增长ꎬ形状指数不断增大ꎬ可见交通运输用地的发展明显ꎬ存在吞并

其他土地利用类型斑块的现象ꎻ(７)水域及水利设施斑块数量、景观形状指数不断减小ꎬ河道整治工程初

见成效合并了细小斑块ꎻ(８)其他土地斑块总面积增加ꎬ斑块数量、斑块密度减小ꎬ形状趋于稳定ꎬ这主要

得益于城乡建设加快、土地整治工程落实.
２.２.２　 景观水平上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变化

选取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研究区的香农多样性、香农均匀性、聚集指数进行分析ꎬ２０１５ 年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

景观指数变化具有以下特点:(１)聚集指数保持稳定ꎬ但是 ２００ ｍ 空间粒度下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差

异较大ꎬ２０１５ 年明显低于 ２０１０ 年ꎬ表明 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斑块有分散趋向ꎻ香农均匀性总体呈波动状微弱

上升趋势ꎬ香农多样性波动状下降ꎬ但变化微弱ꎻ(２)香农均匀性有所增大ꎬ２０１５ 年除 １４０ ｍ 空间粒度ꎬ在
其余空间粒度下上升趋势显著(图 ２) .

土地利用的发展使研究区景观格局的破碎度总体减小ꎬ斑块形状愈趋规则ꎬ景观各组分分配趋于均

匀ꎬ景观的斑块多度和异质性也微弱增强ꎬ整体的景观格局稳定性得到改善[１４] .
２.３　 广陵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的变异程度

２.３.１　 斑块类型水平上的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的变异系数

通过变异系数可充分了解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景观格局指数随粒度变化的差异性[１０ꎬ１８] . 斑块类型水平

上ꎬ对粒度变化较为敏感的指数为斑块数量、斑块密度ꎬ而斑块类型百分比不敏感ꎬ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其他土地的斑块密度、斑块数量的变异系数较大ꎬ这与区域的总体景观格局有关ꎬ诸如耕

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数量占比高ꎬ优势度明显ꎬ而交通运输用地与其他土地空间形态较为破碎. ２０１５
年相较于 ２０１０ 年ꎬ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各景观格局指数对粒度变化的敏感度不一ꎬ耕地、园地、草地的景

—７２１—

􀪉􀪉􀪉􀪉􀪉􀪉􀪉􀪉􀪉􀪉􀪉􀪉􀪉􀪉􀪉􀪉􀪉􀪉􀪉􀪉􀪉􀪉􀪉􀪉􀪉􀪉􀪉􀪉􀪉􀪉􀪉􀪉􀪉􀪉􀪉􀪉􀪉􀪉􀪉􀪉􀪉􀪉􀪉􀪉􀪉􀪉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４１ 卷第 ３ 期(２０１８ 年)

观格局指数随粒度变化的变异系数总体上升ꎬ而林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其他土地的景观形状指数有所

下降ꎬ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总体稳定(表 ２) .
表 ２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类型景观格局指数的变异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０ꎬ２０１５ ％

地类

景观指数

斑块数量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斑块密度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景观形状指数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斑块类型百分比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耕地 １１９.９２ １２０.８１ １１９.９２ １２０.８１ ４３.６３ ４４.５９ ０.５８ ３.１１
园地 ９３.７１ ９４.３９ ９３.７１ ９４.３９ ５３.７２ ５４.１２ ２.８５ ２.７８
林地 ４２.３４ ４２.９７ ４２.３４ ４２.９７ ３２.７１ ３２.６８ ３.６６ ３.６５
草地 ７８.０４ ８８.３１ ７８.０２ ８８.３２ ４６.１９ ５４.２０ ７.４２ ４.８６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７２.０８ ７３.６８ ７２.０８ ７３.６８ ４５.４２ ４５.２０ ０.３８ ０.３９
交通运输用地 １４３.９２ １３９.７９ １４１.４６ １３９.８０ ７０.１３ ６８.７４ ２.８１ ３.１９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１３３.７９ １３４.０７ １３３.７９ １３４.０７ ５９.５０ ５９.３３ ０.４２ ０.５２
其他土地 １４９.２８ １４７.８１ １４９.２８ １４７.８２ ７３.８８ ７２.３９ １４.４３ ９.９４

２.３.２　 景观水平上的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的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表明ꎬ景观水平上ꎬ香农多样性、香农均匀性对粒度变化响应不敏感ꎬ而聚集指数的变异系数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分别达到 １７.０８％、２８.２２％(表 ３)ꎬ主要原因是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中的少数大斑块占比较

高ꎬ而多数斑块空间分布较为零散[３６] .
表 ３　 不同时间景观水平上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的变异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

年份 香农多样性 香农均匀性 聚集指数

２０１０ ０.１４ ０.１４ １７.０８

２０１５ ０.２３ ０.２３ ２８.２２

　 　 总体而言ꎬ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格局

整体处于亚稳态ꎬ变化较微弱. 随着粒度增加ꎬ当设

定的粒度大于或小于临界值时ꎬ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

数对空间粒度变化会非常敏感ꎬ变化速率也较大. 研

究区土地利用景观中的斑块总量及斑块密度、景观形

状指数显著下降ꎬ景观破碎度总体降低ꎬ斑块类型百

分比变化平稳.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耕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受粒度变化影响较大. 这主

要源于受到人类活动影响ꎬ林地、草地被转化为耕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等有关ꎬ也从侧面

反映了研究区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在整个地区中的斑块数量较多ꎬ是地区景观类型

的优势类型ꎬ但其空间分布多呈随机分布的状态.

图 ３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不同栅格尺寸下的

区域土地面积精度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ｉｄ ｓｉｚ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０ꎬ２０１５

２.４　 广陵区最佳分析粒度的选取

随着粒度的增加ꎬ各景观格局指数值出现了尺度转折点ꎬ
由于矢量数据转栅格数据过程中ꎬ景观格局的边界、相邻斑块

的属性发生改变ꎬ导致景观格局指数值发生相应变化[１７] . 结合

拐点分布情况ꎬ选定 ４０ ~ １２０ ｍ 为适宜尺度域. 栅格分辨率

６０ ｍ 时ꎬ土地面积精度损失指数最小ꎬ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分别为

１１.９２％、１０.６１％ꎻ之后面积损失开始增大ꎻ>１００ ｍ 后面积损失

值上升明显ꎬ２０１５ 年 １４０ ~ １８０ ｍ 呈下降趋势ꎬ２０１０ 年 １２０ ~
１４０ ｍ、１６０~１８０ ｍ 都呈下降趋势ꎬ总体呈现波浪形的波动ꎻ至
２００ ｍ 时达到最大值(大于 １６.００％) [２０](图 ３) .

综合景观格局指数粒度效应分析和信息损失评价的结

果表明:６０ ｍ 为研究区景观格局的适宜分析粒度ꎬ既能保证

计算质量ꎬ又不致数据冗余[２０] .

３　 结语

本研究在景观格局指数的测算基础上ꎬ以扬州市广陵区为研究对象ꎬ采用 ＧＩＳ 空间分析与景观格局指

数法分析了不同空间尺度下研究区景观组分、景观格局指数的变化规律和粒度效应ꎬ针对两期土地利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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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数据ꎬ探讨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的景观格局粒度效应ꎬ结果表明:
(１)斑块类型水平:景观格局指数随粒度增加存在的变化规律:单调下降型(斑块数量、斑块密度、景

观形状指数)、无规则变化型(斑块类型百分比)ꎬ其他土地、交通运输用地、草地的斑块数量、斑块密度对

粒度变化较为敏感ꎻ景观水平:景观格局指数随粒度增加存在的变化规律:单调下降型(聚集指数)、波动

状下降(香农多样性、香农均匀性)ꎬ聚集指数对粒度变化响应较为敏感.
(２)２０１５ 年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ꎬ粒度效应表现为:斑块类型水平:２０ ~ １００ ｍ 范围内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粒

度效应对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破碎度(斑块数量、斑块密度)、形态(景观形状指数)影响较大ꎬ尤以水域及

水利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耕地受影响较大ꎬ>１００ ｍ 范围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粒度效应减弱且差距缩

小ꎻ景观水平上:香农多样性、香农均匀性指数有所增大ꎬ而聚集指数保持稳定. 土地利用发展使整体景观

格局异质性和稳定性增强.
(３)景观粒度效应和面积信息守恒结合探讨结果表明ꎬ粒度超过 １００ ｍ 后具有指示意义的景观格局

参数的粒度效应消失ꎬ在空间粒度为 ６０ ｍ 时面积精度损失最小ꎬ确定研究区的适宜分析粒度为 ６０ ｍꎬ可
见 ６０ ｍ 的空间粒度分析既可反映区域整体土地利用格局特征ꎬ又不致细节部分损耗过多.

景观格局指数具有明显的粒度效应ꎬ而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粒度效应影响因素众多ꎬ因此本文仍存

在以下问题:(１)分析了水平尺度上的景观格局指数动态变化ꎬ对垂直尺度如何作用景观格局指数仍缺乏

探讨ꎻ(２)受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ꎬ研究时间尺度较短ꎬ可能会对区域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动态过程分析

不够充分. 今后将继续着力该方面的时空结合研究ꎬ并考虑借助 ＧＩＳ 空间分析将自然因子或社会人文因

子纳入研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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